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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吗?——基于门

槛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
1

崔建军 赵丹玉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西安 710061)

【摘 要】: 本文基于 2011—2020 年 30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指数评价体系,使用熵权

法进行测度,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是否存在促进作用,运用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

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和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对于城乡融合发展的非线性作用｡分析发

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

化程度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门槛效应,且正向影响随门槛值的提高逐渐增加; 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在数字普惠金

融与城乡融合发展间存在显著门槛效应,随着传统金融不断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推动作用呈现出

“倒 U 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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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城乡融合发展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十四五”时期区域经济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大问题，也是构建以国内

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一步。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因素众多，其中，区位不可变，资源

禀赋、制度、文化、历史等因素的演变较漫长，只有生产要素流动相对容易改变。当前，我国农村发展水平整体仍滞后于城市，

城乡发展不平衡、不融合，资金等生产要素城乡间配置失衡是根本问题，亟待解决。资金要素能够发挥先导作用带动其它生产

要素流动，因此，强化金融普惠化服务，促进资金要素融通，带动各项生产要素城乡间自由、合理地流动，是缩减城乡发展差

距、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信息技术的不断革新和广泛应用，以其为载体的数字普惠金融也得到快速发展。自

2016 年 G20 峰会上通过的《G20 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首次提出数字普惠金融概念至今，中国多项重要文件明确要大力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以促进乡村振兴和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传统金融的创新性延伸，以其不受时空限制、进入门槛低

等更强的普惠性特点打破了传统金融服务的“二八定律”,弥补了传统金融服务发展的空白，有效提升了金融服务在农村地区的

覆盖广度和深度，能够促进资金在城乡间更自由、合理地流动。但同时，快速发展的数字普惠金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传统

金融机构的市场，削弱传统银行作为信用和支付中介的优势，对传统金融体系形成冲击和挑战。因此，对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是否能有效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以及过程中作为数字普惠金融根源的传统金融发挥了何种影响作用进行系统分析尤为重要。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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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上述背景，文章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对近十年省级层面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对数字普惠金融和

传统金融发展如何影响城乡融合发展进行实证分析。

二、文献回顾

(一)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

诸多研究从不同视角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内涵(金成武，2019;魏后凯，2020)
[1][2]

、历史演进(孔祥智和张效榕，2018)
[3]
、

存在问题(刘彦随等，2016)
[4]
、实现路径(叶兴庆和徐小青，2014)等进行定性研究

[5]
,部分学者构建了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

系并进行测度(周江燕和白永秀，2014;周佳宁等，2019)
[6][7]

,探讨了城乡融合发展的经济效应和区域差异等问题(周江燕和白永

秀，2014;高波和孔令池，2019)
[8][9]

,还有一些学者对于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经济发展(廖祖君等，

2019)
[10]
、产业发展融合(付伟，2018)

[11]
、要素错配和流动不畅(刘明辉和卢飞，2019)

[12]
、收入差距(黄晓明，2014)

[13]
、财政政

策(周佳宁等，2020)
[14]
、金融发展(温涛和陈一明，2020)

[15]
等是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影响的研究

作为传统金融的创新延伸，数字普惠金融是否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是本文研究的核心，从以下维度进行文献梳理：普惠金融

对经济发展和贫困的影响、普惠金融对城乡差距的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差距的影响。

1.普惠金融对经济发展和贫困的影响。

普惠金融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广泛重视和关注，许多学者对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构建了多维度评价指标并进行测度，并对其经

济效应展开广泛讨论。绝大多数观点认为普惠金融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缓减贫困(Bittencourt, 2007;邵汉华和王凯月，

2017)
[16][17]

,且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具有区域差异性(李建军，2020)
[18]

。少数学者则认为普惠金融存在阻碍经济发展

的作用，李涛等(2016)运用跨国数据实证了普惠金融指标中“投资资金来自银行的企业占比率”对世界各经济体经济增长均存

在稳健且显著的负面影响，其他指标无显著影响
[19]
。还有学者研究指出普惠金融对经济发展存在门槛效应等非线性影响(刘亦文

等，2018)
[20]
,且随着经济增长水平的提升，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的抑制作用在跨越门槛值后显著强化，呈现出边际效益递

增的非线性影响(顾宁和张甜，2019)
[21]
。

2.普惠金融对城乡差距的影响。

关于普惠金融对城乡差距作用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方面，李建军和韩珣(2019)分别运用省级和县域层面数

据实证发现普惠金融发展有利于农村居民增收，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实现精准扶贫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22]

。刘金全和毕

振豫(2019)研究表明，普惠金融发展不仅能直接遏制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也会通过经济增长和贫困减缓两个渠道对城乡收入

差距带来间接的减小效应
[23]
。吕勇斌和李仪(2016)则认为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倒 U型”,我国大部分地区目前仍

处于“倒 U 型”左侧
[24]
。

3.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差距的影响。

近年来，数字普惠金融已成长为数字经济时代下金融服务的关键组成，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也对经济增长

存在积极作用(钱海章等，2020)
[25]

。和普惠金融相似，已有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差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乡居民收入和消

费差距上。宋晓玲(2017)、周利等(2020)分析得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26][27]

。胡振华和金旗(2021)

则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得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间存在“倒 U 型”曲线关系
[28]
。易行健和周利(2018)实证检验

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家庭消费的促进作用，提出数字普惠金融发挥作用存在区域差异性
[29]

。部分学者则拓展研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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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其他方面差距和农业农村发展的影响。城乡其他差距方面，韩亮亮等(2022)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

对共同富裕具有显著正向特征，且这种作用具有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
[30]

。谢升峰和卢娟红(2014)测算得出，数字普惠金

融缩小了城乡居民福利差异
[31]

。王文姬等(2021)实证得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城乡文化消费差距的影响表现为先扩大后缩

小的“倒 U型”曲线，拐点约出现在 2016 年
[32]
。汪亚楠等(2020)认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收入效应和就业效应等中介传导

机制显著提升社会保障水平
[33]

。彭靖和李彦龙(2022)实证提出，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显著促进城乡教育机会均等化，对于地区间

教育机会“过程均等化”的提升作用主要体现在农村地区
[34]
。农业农村发展方面，孙学涛等(2022)基于 1869 个县域数据分析发

现，数字普惠金融是促进农业机械化的重要路径
[35]
。何宏庆(2020)认为，数字金融具有缓释传统金融的地理排斥、推动商业银

行转型和为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务的优势，是推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动力
[36]
。张永奇(2022)基于 CFPS2014、

2018 两期面板数据及对应时期数字普惠金融指数(PKU-DFIIC),分析得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土地流转具有推进作用，能加快中

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
[37]
。

既有关于城乡融合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研究取得了丰富成果，但对二者关系的研究较少，且多聚焦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

乡融合发展某一方面的影响，如城乡产业融合、居民生活水平融合等，鲜有涵盖城乡融合发展各个维度。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

在于：首先，从空间结构、经济产业、居民生活、公共服务及生态环境五个维度构建了多元立体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

体系并进行测度分析；其次，构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及其子维度对城乡融合发展的门槛效应模型，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

城乡融合发展的非线性影响。第三，将传统金融发展纳入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分析框架中，分析传统金融在数字

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影响中发挥的共同作用，拓宽了研究范围。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前提。当前，我国城乡各项要素流动不畅、分配失衡。城乡经济长期“二

元结构”桎梏下，资本的强流动性和逐利性导致城乡间金融资源配置失衡，农村资金向城市净流出，农村生产发展资金“有效

供给”不足；农业产业基础薄弱、经营分散、产业融合度低；农村空心化问题日益突出，大量劳动力向城镇迁移，耕地大量抛

荒、房屋闲置或废弃；由于缺乏现代化技术能力，部分农村劳动者进入城市后只能从事低技术含量及低收入工作，缺乏生活保

障；城乡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虽日益缩小，但居民在享受公共服务配套方面仍有很大差异；农村环境治理起步晚、重

视程度低，长期滥用化肥、农药等导致农村资源约束加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明显，随着城市发展理念的转变，一

些重工业部门由城镇迁往农村地区，造成大量工业垃圾聚集，进一步加重乡村生态环境负荷。因此，加大金融政策对农村发展

的支持力度，确保资金有效供给，解决资金要素流动不畅和配置失衡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首要任务和必要路径。

数字普惠金融既具备传统普惠金融覆盖范围更广、进入门槛更低的特征，又能发挥数字信息技术传播速度更快、使用成本

更低等优势，不仅通过提供更加便捷的基础金融服务促进农村地区资金积累，打破城乡资金要素流动壁垒，还通过信息技术共

享的空间外溢效应和规模效应，发挥资金要素的先导作用，带动其他生产要素在城乡间合理流动，改善要素配置失衡状态，缓

解农村地区要素短缺问题，进而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包含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

等维度，各维度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不同阶段发挥不同作用，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也必然存在差异。覆盖广度是前期

发展重心，通过电子账户数、智能化网点数等横向拓展普惠金融服务，当农村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数字信息技

术被城乡居民广泛且平等使用时，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成本不断降低，覆盖面扩大，长尾群体对于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越高，更

易获得生活和生产经营所需资金；使用深度主要指数字普惠金融的纵向渗透水平，包括用户对支付、货币基金、信贷、保险、

投资和信用等业务的实际使用量、使用活跃度及业务创新等方面，渗透度越高，进入门槛和风险水平越低，长尾群体对于金融

服务的可使用性越高；数字化程度主要指普惠金融的移动化、实惠化、信用化和便利化程度，数字化程度越高，金融机构风险

识别能力越强，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数字鸿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问题发生率越低，数字普惠金融服务越精准。因

此，随着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不断提升，金融资金可获得性、可使用性和使用效率不断提高，农村

地区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资金短缺和金融排斥等问题逐渐得到解决，长期发展中促进城乡融合。基

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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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数字普惠金融能从整体上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即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融合整体发展水平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H2: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推进作用存在门槛效应，当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各子维度水平超越门槛值时，对城乡融合

发展的推进作用不断加强。

我国传统金融以商业银行为供给主体，主要服务大中型企业和城镇高收入人群，具有强商业性特征，与数字普惠金融在服

务供给普惠性、信息对称性和风险水平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因此，传统金融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城乡融合间如何发挥作用

是本文讨论的另一个问题。学者们对数字金融和传统金融关系展开了众多讨论，少数研究讨论了二者的竞争关系，认为数字普

惠金融的发展会从多个方面对传统金融机构业务空间产生冲击和挤压(郑志来，2015)
[38]

。多数学者则认为二者间不是简单的对

立竞争关系，存在较大融合空间。吴晓求(2015)认为，数字金融与传统金融相互竞争会推动金融结构变革和效率提升，使金融

更具普惠性
[39]
。姚耀军和施丹燕(2017)认为，互联网金融是对传统金融的延续性创新，传统金融是金融人才与知识的储备库、

互联网金融发展的重要基础
[40]

。黄益平和黄卓(2018)指出，传统金融的供给不足是数字金融发展的推动力
[41]

。本文认为，传统

金融拥有完善的金融监管体系和规范，长期积累了稳定大量的客户群体，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是其开展线下

宣传、提供服务的重要渠道和载体，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存在正向影响。因此，随着传统金融的充分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进一

步得到发展，其对城乡融合的推进作用也得到强化。然而，正如 GJ 理论(Greenwood&Jovanovic, 1990)
[42]
对于金融发展和收入

分配关系的研究，由于传统金融服务“嫌贫爱富”的特征，金融资源分布存在明显的群体和区域歧视，更多为城镇居民和大中

型企业发展提供服务，尤其当数字普惠金融处于发展初期时，不能很好地覆盖小微企业、低收入群体和农村居民等长尾客户，

对城乡融合的推动作用较弱，但随着经济发展和信息技术的不断普及，数字普惠金融以传统金融稳定的客户群体和业务规模为

载体快速发展，长尾群体的金融排斥得到不断缓解，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城乡缩差的正向推动作用得到快速提升。与此同时，数

字普惠金融的深入发展反作用于传统金融机构，倒逼后者进行业务创新和服务提升以应对竞争，当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到达某一

临界值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的推进作用又逐渐下降，即传统金融对于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存在库兹涅茨效

应。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说：

H3:传统金融发展对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城乡融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存在门槛效应，即随着传统金融不断发展，数字普惠金

融发展由于门槛效应对城乡融合的推动作用呈现出“倒 U 型”关系。

四、研究设计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 2011—2020 年 30 个省份的年度数据，原始数据来自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

区域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社会保障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Wind 数据库、国家统计局数

据库等，个别缺失数据采用差值法补齐。

1.被解释变量。

选取城乡融合发展指数(URI)为被解释变量，指数分值越大，城乡融合水平越高。根据高质量发展阶段城乡融合的新内涵，

参考相关文献
[7][9]

,依据科学性、全面性和数据可得性等原则，从城乡“空间结构融合”、“经济产业融合”、“居民生活融合”、

“公共服务融合”及“生态环境融合”5个维度 23 项指标构建系统化的城乡融合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包含测量“城乡发展差距”

的对比指标、推进“城乡共同发展”的动力指标和表征“城乡融合发展”的状态指标，具体指标体系如表 1 所示。

表 1 城乡融合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及指标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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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代码 指标属性 指标权重

城乡空间

结构融合

城乡空间集聚

城镇化率 X1 正 0.0176

城镇建成区面积占土地总面积比 X2 正 0.1072

城市空间扩张
农作物播种面积占建成区面积比 X3 正 0.0347

城乡邮电业务
人均邮电业务量 X4 正 0.0848

城乡交通网络
城乡交通网络密度 X5 正 0.0269

城乡经济

产业融合

城乡经济总量
人均 GDP X6 正 0.0282

城乡产业结构

各地区二三产业产值 GDP 占比 X7 正 0.0077

城乡二元对比系数 X8 正 0.0302

城乡就业结构
非农从业人员和农业从业人员比 X9 正 0.1217

城乡技术进步
农业机械化水平 X10 正 0.0490

城乡居民

生活融合

城乡收入结构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X11 逆 0.0135

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比 X12 逆 0.0204

城乡消费结构

城乡家庭人均消费比 X13 逆 0.0152

城乡恩格尔系数比 X14 正 0.0064

城乡公共

服务融合

城乡交通通讯
城乡人均交通通信支出比 X15 逆 0.0195

城乡教育水平
城乡中学生生均教师数比 X16 逆 0.0074

城乡医疗卫生
城乡卫生技术人员比 X17 逆 0.0146

城乡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占地方公共财政支出比 X18 正 0.0245

城乡文教娱乐
城乡人均文化事业经费支出比 X19 逆 0.0160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硫排放量(每万元 GDP) X20 逆 0.3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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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生态

环境融合

城乡节能减排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费总量(每万元 GDP) X21 逆 0.0028

城乡环境保护
环境保护人均支出 X22 正 0.0462

城乡垃圾处理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X23 正 0.0050

测度城乡融合水平的常见方法包括主观赋权法、客观赋权法等，遵循面板数据分析的科学性、整体性和可比性原则，采用

改进后的熵权法对城乡融合水平的各级指标进行赋权。为便于比较，首先对逆向指标采用倒数方式进行正向化处理，对各项指

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采用极差法消除各指标量纲差异。

其次，依次进行如下计算以确定各项指标权重：

最后，根据各指标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及指标权重，计算各省份分年度城乡融合指数：

其中，t和 n分别为样本涉及年份和省份数，X*ij 为标准化处理后的指标值 ,Xij 表示指标原始值，

Mij、mij 为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Pij 为各项指标权重，Ej、dj 和ωj 分别为第 j 项指标的熵值、信息效用值和权重，

k=1/ln(t*n),URIit 表示各省份不同年度城乡融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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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解释变量。

选取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测量发布的 2011—2020 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解释变量，该变量包含三个一级子维度共

33个具体指标，有效保证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测度的全面性、时效性及可靠性[43]。为便于比较，对原始数据除以 100 进

行处理。

3.门槛变量。

第一组门槛变量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及三个一级子维度，分别为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DIFI1)、使用深度(DIFI2)和

数字化程度(DIFI3)。第二组门槛变量为传统金融发展水平，我国传统金融行业以银行体系为主，各省份银行竞争状况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传统金融供给水平，借鉴姜付秀等(2019)的方法，运用中国银监会统计数据，构建银行业的赫芬达尔指数(HHI)作为传

统金融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计算各银行不同年度分支机构数量，衡量传统金融市场竞争程度，并剔除政策性银行、农村合作

银行、信用社等三类金融数据[44]。赫芬达尔指数(HHI)计算方法如式(7):

其中，Branchkit 表示第 k个银行第 t 年在 i省的分支机构数量，TotalBranches 为该省各银行分支机构总和，HHIit 取值

范围为(0,1)1,数值越小传统金融市场竞争度越激烈。

4.控制变量。

为降低遗漏变量影响，选取如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①财政支持水平(FISC),选取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生产产值之比衡量财

政支持农村和农业发展水平；②对外开放水平(OPEN),选取进出口贸易额占 GDP 比重衡量对外开放程度；③教育发展水平(EDU),

选取财政教育支出占 GDP 比重衡量教育发展程度；④固定资本投资水平(FI),选取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 GDP 比重衡量物质资本

投资程度；⑤移动电话普及水平(MOB),选取每百人移动电话拥有量衡量移动电话普及水平。

(二)模型设定

为检验数字普惠金融是否显著影响城乡融合发展，设定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为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及各子维度、传统金融发展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中发挥的作用，参考 Hansen(1999)[45]

的面板门槛模型理论，分别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数字普惠金融三个一级子维度、传统金融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构建

如下模型：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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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URIit 为第 i 个省份 t年城乡融合水平，DIFIit 为数字普惠金融水平，I()为示性函数，Hit 为门槛变量，分别代表

数字普惠金融(DIFI)、覆盖广度(DIFI1)、使用深度(DIFI2)、数字化程度(DIFI3)及传统金融发展水平(HHI)。θ为未知门槛值，

Ctrl 为控制变量，包括财政支持水平(FISC)、对外开放水平(OPEN)、教育发展水平(EDU)、固定资本投资水平(FI)、移动电话普

及水平(MOB)等。α、γ、δ、φ为待估参数，μi 反映个体效应，φt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εit 则表示随机误差项。当门槛变

量满足示性函数括号内条件时 I=1,否则 I=0。

(三)城乡融合水平测度结果分析

1.城乡融合综合水平及分维度发展趋势分析。

根据熵权法计算各指标权重，结果如表 1 所示。生态环境融合维度表征城乡融合的生态成本，对城乡融合发展的解释度最

大，权重占比为 35.45%,说明城乡融合需要较强的环境承载力；城乡空间结构融合解释度次之，该维度指标衡量了城乡融合的动

力条件，权重占比 27.13%,说明城乡融合需要劳动力、土地、交通信息技术等要素支持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经济产业融合是城乡

融合的核心和关键，只有城乡产业融合发展、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才能促进城乡经济和社会全面融合发展，实现共同富裕，该维

度权重占比 23.68%;居民生活融合和公共服务融合维度表征城乡融合的结果，城乡居民收入、消费水平不断缩差和基础公共服务

供给均衡是城乡融合的最终目的，权重占比分别为 5.55%和 8.19%。

图 1 显示了城乡融合发展综合水平及各一级指标变化趋势。从指标横向变动趋势看，2011—2020 年我国城乡融合整体水平

及各一级维度指标逐年上升，且呈现出明显的两阶段化，2016 年前增速较缓，2016 年起转入快速增长。其中，城乡空间结构融

合水平最高且增速最快，样本期间增长 2.22 倍，年均增长率 51.65%,说明我国城乡空间结构融合的快速发展为经济产业融合发

展提供了有力的要素支持，在此作用下，城乡经济产业融合增长 1.63 倍，年均增长率 21.07%,高于城乡融合综合水平；城乡公

共服务和居民生活融合水平略低于总体水平，前者增长波动较大，后者增速最慢，年均增长率仅 12.9%,说明囿于长期“重城轻

乡”发展政策，城乡公共服务和居民生活水平形成“刚性”较强的分割模式，阻碍要素自由流动和合理分配，需要加快补齐该

维度“短板”;城乡生态环境融合既关乎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也与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息息相关，该维度融合水平最低，与城

乡融合综合水平相去甚远，说明目前城乡生态环境“二元化”问题仍然凸显，需要重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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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城乡融合空间差异分析。

分省份看，30 个省(区、市)城乡融合呈波动中上升趋势，但整体水平仍偏低，省际差距大(见表 2)。将城乡融合水平分为

四个阶段：高水平(≧0.3),中高水平(≧0.2-0.3),中低水平(≧0.1-0.2),低水平(<0.1)。2011 年，仅北京和上海达到中高水平，

8个西部地区省份及海南省处于低水平，其余省份均处于中低水平，无高水平省份，城乡融合指数最高(上海市)和最低省份(广

西)相差 3.91 倍；2016 年，城乡融合发展转入快速增长阶段，仅甘肃省仍处于第四梯队，中高发展水平以上省份增加至 5 个；

2020 年底，绝大部分省份跨入中高水平行列，北京、上海、浙江、天津发展指数大于 0.3,甘肃、云南、新疆、山西四省城乡融

合发展水平低于 0.2,最高(北京市)和最低省份(甘肃省)城乡融合指数相差 4.14 倍。虽然城乡融合整体发展向好，但两极差距逐

渐扩大。

表 2 城乡融合发展指数

省份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平均值

北京 0.2235 0.2336 0.2427 0.2655 0.2831 0.2990 0.3318 0.4384 0.6370 0.6720 0.3627

天津 0.1757 0.1888 0.2100 0.2332 0.2460 0.2578 0.2784 0.2826 0.3281 0.3367 0.2537

河北 0.1416 0.1481 0.1616 0.1721 0.1823 0.1697 0.1779 0.1970 0.2178 0.2497 0.1818

山西 0.1024 0.1104 0.1189 0.1306 0.1343 0.1290 0.1331 0.1488 0.1642 0.1902 0.1362

内蒙

古
0.1076 0.1098 0.1234 0.1427 0.1496 0.1480 0.1575 0.1760 0.1952 0.2177 0.1528

辽宁 0.1197 0.1225 0.1327 0.1430 0.1549 0.1482 0.1551 0.1680 0.1827 0.2060 0.1533

吉林 0.1109 0.1177 0.1213 0.1368 0.1425 0.1435 0.1530 0.1666 0.1838 0.2170 0.1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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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

江
0.1283 0.1354 0.1495 0.1596 0.1707 0.1702 0.1922 0.2056 0.2362 0.2488 0.1796

上海 0.2927 0.2828 0.2856 0.3169 0.3219 0.3386 0.3796 0.4242 0.4772 0.5724 0.3692

江苏 0.1625 0.1708 0.1757 0.1879 0.1990 0.2049 0.2190 0.2479 0.2701 0.2973 0.2135

浙江 0.1424 0.1499 0.1666 0.1859 0.2012 0.2114 0.2292 0.2627 0.3055 0.3462 0.2201

安徽 0.1245 0.1279 0.1393 0.1551 0.1632 0.1657 0.1718 0.1940 0.2178 0.2451 0.1704

福建 0.1015 0.1090 0.1175 0.1344 0.1445 0.1468 0.1531 0.1763 0.2050 0.2260 0.1514

江西 0.1134 0.1188 0.1192 0.1308 0.1370 0.1416 0.1503 0.1660 0.1919 0.2192 0.1488

山东 0.1591 0.1713 0.1758 0.1882 0.1932 0.1824 0.1911 0.2090 0.2262 0.2451 0.1942

河南 0.1414 0.1450 0.1597 0.1755 0.1841 0.1880 0.1951 0.2152 0.2345 0.2651 0.1903

湖北 0.1137 0.1211 0.1348 0.1523 0.1637 0.1653 0.1760 0.1923 0.2149 0.2386 0.1673

湖南 0.1175 0.1242 0.1332 0.1446 0.1502 0.1513 0.1567 0.1695 0.1902 0.2267 0.1564

广东 0.1090 0.1139 0.1265 0.1387 0.1552 0.1503 0.1665 0.2139 0.2477 0.2684 0.1690

广西 0.0749 0.0796 0.0896 0.1079 0.1150 0.1201 0.1322 0.1521 0.1752 0.2052 0.1252

海南 0.0900 0.0934 0.1076 0.1225 0.1362 0.1403 0.1470 0.1715 0.1922 0.2234 0.1424

重庆 0.1091 0.1204 0.1310 0.1391 0.1488 0.1542 0.1635 0.1878 0.2091 0.2320 0.1595

四川 0.0988 0.1032 0.1144 0.1251 0.1322 0.1339 0.1433 0.1602 0.1793 0.2113 0.1402

贵州 0.0763 0.0782 0.0884 0.1006 0.1080 0.1118 0.1230 0.1481 0.1843 0.2141 0.1233

云南 0.0779 0.0812 0.0883 0.1036 0.1096 0.1091 0.1224 0.1391 0.1614 0.1863 0.1179

陕西 0.1001 0.1020 0.1104 0.1189 0.1299 0.1273 0.1384 0.1607 0.1842 0.2065 0.1378

甘肃 0.0773 0.0760 0.0883 0.0977 0.1011 0.0942 0.1005 0.1229 0.1374 0.1625 0.1058

青海 0.0963 0.1030 0.1095 0.1082 0.1169 0.1135 0.1177 0.1459 0.1740 0.2075 0.1292

宁夏 0.0835 0.0842 0.0967 0.1106 0.1203 0.1161 0.1368 0.1611 0.1711 0.2101 0.1290

新疆 0.0812 0.0813 0.0881 0.0988 0.0969 0.1011 0.1019 0.1202 0.1466 0.1869 0.1103

分地区看，2011—2020 年东、中、西部地区
①
城乡融合差异呈“东高西低”特征，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基本一致协调，

即经济发展水平更高、区位优势更明显的东部地区城乡融合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中部地区发展水平趋近于全国均值，西部地

区尚处于融合初步阶段，与全国均值差距较大(见图 2)。样本期间，各地区呈现出以 2016 年为谷底的“v”字形波动增长，且

2016 年以来增长速度大幅提升，西部地区平均增速最高，为 9.72%,东部地区次之，平均增速为 9.24%,中部地区平均增速最低，

为 7.73%,低于全国平均增速 1.17%。究其原因，“十三五”以来，各省和地区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不断健全，城

乡融合发展动能十足，助力城乡融合水平整体加速提升，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速度慢，发展水平基数较小，加之国家对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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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政策的倾斜，增幅明显高于发展水平基数相对较高的东部和中部地区。

五、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检验

对各主要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检验，如表 3所示，我国不同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水平及各控制变量均存在显

著差异。传统金融发展(HHI)均值为 0.9535,标准差 0.0269,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 0.08735、0.9935,市场竞争激烈。考虑到文

章选用了较多控制变量，对变量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进行检验，最大方差膨胀因子(VIF)为 4.34,远小于 10,说明变量间无严

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 3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符号 均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样本量

被解释变量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URI 0.1714 0.0789 0.0749 0.6720 300

解释变量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 DIFI 2.1725 0.9697 0.1833 4.3193 300

控制变量

财政支持水平 FISC 0.5189 0.8011 0.1260 5.1422 300

对外开放水平 OPEN 0.2698 0.3078 0.0072 1.6533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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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发展水平 EDU 0.0396 0.0142 0.0000 0.0907 300

固定资本投资水平 FI 0.7945 0.2581 0.2100 1.5164 300

移动电话普及水平 MOB 99.2590 24.9158 52.0400 189.4600 300

门槛变量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 DIFI 2.1725 0.9697 0.1833 4.3193 300

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 DIFI1 1.9801 0.9633 0.0196 3.9002 300

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 DIFI2 2.1204 0.9811 0.0676 4.8868 300

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 DIFI3 2.9023 1.1764 0.0758 4.6223 300

传统金融发展水平 HHI 0.9535 0.0269 0.8735 0.9935 300

(二)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基准检验

1.基准检验。

运用 STATA16.0 对面板数据分别进行 F检验、LM 检验和 Hausman 检验，在混合回归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中

选出最合适的估计模型。根据检验结果，基准回归模型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分别通过 F检验和 Hausman 检验，确定采用固定效

应模型进行分析，结果如表 4所示。第(1)1 列为不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2)-(6)为依次加入各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无论

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数字普惠金融均显著影响城乡融合发展，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有效推进

城乡融合，这验证了前文假设 H1。

表 4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固定效应

(1) (2) (3) (4) (5) (6)

DIFI
0.0417***

(0.0043)

0.0345***

(0.0019)

0.0340***

(0.0018)

0.0343***

(0.0018)

0.0362***

(0.0028)

0.0355***

(0.0093)

FISC
0.0493***

(0.0139)

0.0460**

(0.0187)

0.0456**

(0.0186)

0.0442**

(0.0182)

0.0440**

(0.0204)

OPEN
-0.0169

(0.0354)

-0.0170

(0.0354)

-0.0130

(0.0365)

-0.0143

(0.0458)

EDU
-0.2928

(0.2647)

-0.2679

(0.2525)

-0.2665

(0.2598)

javascript:void(0)


13

FI
-0.0326*

(0.0191)

-0.0325*

(0.0195)

MOB
0.0001

(0.0006)

Cons
0.0807***

(0.0092)

0.0707***

(0.0071)

0.0781***

(0.0198)

0.0894***

(0.0184)

0.1098***

(0.0171)

0.1064***

(0.0335)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2 0.6299 0.7420 0.7426 0.7435 0.7507 0.7507

N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

各控制变量中，财政支持水平的系数在 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财政资金投入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统筹财

政支农资金，有助于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进而推进城乡融合；教育发展水平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说明虽然财政

教育支出占 GDP 比重不断增加，但优质教育资源更集中于城镇地区，短期内难以改变农村教育资源匮乏的现状，对于推进城乡

融合发展发挥负面作用；固定资本投资水平系数为负，并通过了 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物质资本投资水平与城市建设、产

业水平发展关联性更强，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城乡发展差距，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发挥负面作用；对外开放水平系数为负，说明

对外贸易扩张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城乡融合发展，但效果不显著；移动电话普及水平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说明虽然智能通讯设

备和移动互联网络能够提升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普及度，促进资金在城乡间更广泛迅速流动，长期发展中推进城乡融合，但正向

作用不显著。

2.数字普惠金融各子维度检验。

考虑到数字普惠金融各子维度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可能存在差异，提高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是基础，覆盖广度越大，

用户获取金融资源的渠道越广、机会越多；使用深度越深，各种金融服务供给的频率越高、可持续性越强；数字化程度越高，

数字普惠金融的价值实现越有保障，越能持续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正向作用。进一步对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

(DIFI1)、使用深度(DIFI2)和数字化程度(DIFI3)三个维度进行实证检验。如表 5所示，三个子维度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系数分别

为 0.0395、0.0310 和 0.0105,且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过去十年中国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提升较快，对城乡融合的

推动作用最大，使用深度发挥的作用次之，数字化程度处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后期阶段，发展水平尚不够高，对城乡融合发

挥的推进作用也较小。

3.区域差异检验。

根据前文测度数据，不同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和城乡融合水平差异较大，二者间作用关系也势必存在区域差异。将样本分为

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进行检验。如表 5列(1)1 所示，三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均存在显著正向作用，东部和西部

地区在 1%水平上显著，系数估计值分别为 0.0554、0.0365,中部地区在 5%水平上显著，系数估计值为 0.0240,数字普惠金融对

东部地区城乡融合发展的推动作用最强，西部地区次之，对中部地区城乡融合发展的推动作用相对较弱。究其原因，东部地区

资源禀赋高、政策偏向性强、经济发展领先，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起步最早、发展水平高，更好地发挥了资金要素城乡自由流动

和合理配置促进作用，并引导其他生产要素优化城乡间配置；西部地区城乡融合发展起步晚、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存在更大

提升空间，加上国家政策不断倾斜，引导金融资源流向因地域性排斥无法公平获得金融服务的弱势群体(农村群体、中小企业群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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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等),投资边际回报率不断提升，进而推进城乡融合；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促进作用相对弱于东部和西部地区，

呈现出“中部塌陷”。列(2)-(4)依次为数字普惠金融三个子维度系数估计结果，三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DIFI1)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系数分别为 0.0560、0.0442 和 0.0320,和数字普惠金融区域作用水平差异相同，说明提升覆盖广度是发

挥数字普惠金融推进作用的基本前提；东部和西部地区使用深度(DIFI2)估计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中部地区在 10%水平上

显著为正，说明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对东部和西部地区城乡融合发展的推进作用较大，中部地区人口密集度高，城镇化发展

和乡村振兴进程相对缓慢，数字普惠金融的下沉速度较慢，其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推动作用相对较弱；数字化程度(DIFI3)对三地

区城乡融合发展均存在正向推进作用，西部和东部地区分别在 10%和 5%水平上显著为正，中部地区不显著，可能是因为西部地

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数字信息技术也有较大提升空间，数字普惠金融的数字化程度越高，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推动作用越大。

整体上，数字普惠金融既在经济基础越好的地区发挥更好的城乡融合促进作用，也能兼顾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体现了其“普

惠性”。过去十年间，三大地区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都得到快速发展，为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城乡融合奠定了坚实基础；使用

深度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期重点，已在大部分地区取得显著成效，对于数字普惠金融推动城乡融合发挥重要作用；提升数字

化程度是进一步深化，仅在部分地区发挥了较为显著的正向作用。因此，需要依据地区存在问题和需求，采取更具针对性的差

异化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

表 5 各子维度全国及分地区回归结果

区域 变量 (1) (2) (3) (4)

全国范围

(N=300)

DIFI

0.0417***

(0.0043)

DIFI1

0.0395***

(0.0092)

DIFI2

0.0310***

(0.0086)

DIFI3

0.0105***

(0.0038)

续表 5

区域 变量 (1) (2) (3) (4)

东部地区

(N=110)

DIFI
0.0554***

(0.0151)

DIFI1
0.0560***

(0.0155)

DIFI2
0.0473***

(0.0116)

DIFI3
0.0203*

(0.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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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地区

(N=80)

DIFI
0.0240**

(0.0086)

DIFI1
0.0320***

(0.0076)

DIFI2
0.0148*

(0.0075)

DIFI3
0.0047

(0.0045)

西部地区

(N=110)

DIFI
0.0365***

(0.0054)

DIFI1
0.0442***

(0.0038)

DIFI2
0.0219***

(0.0069)

DIFI3
0.0080**

(0.003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

(三)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检验结果不受样本范围、变量选取的特殊性影响，采用以下三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 6 所示。增加控制

变量，选取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等三种专利授权总数表示技术发展水平(TEC),作为新的控制变量重新进行回归，数字普

惠金融回归系数的方向和显著性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改变样本范围，考虑到直辖市经济发展速度、金融发展和城乡融合

水平普遍高于其他省份，具有特殊性，剔除原始样本中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数据并重新进行回归，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

合发展的推进作用仍在 1%的系数水平上显著为正。使用工具变量，为消除由变量间反向因果关系造成的内生性问题，采用数字

普惠金融指数的滞后一期值作为工具变量，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LM统计量为 53.31,P 值为 0,说明工具变量与解释

变量相关，Wald F 统计量大于 10%的临界值，说明普惠金融滞后一期不是弱工具变量。

表 6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增加控制变量 改变样本范围 数字普惠金融滞后一期

DIFI 0.0276*** 0.0363*** 0.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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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3) (0.0070) (0..0048)

TEC
0.0028***

(0.0007)

Cons
0.0591**

(0.0273)

0.1083***

(0.0291)

0.0700***

(0.025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 是 是 是

R2 0.7855 0.8314 0.7426

N 300 300 300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

(四)门槛效应检验

考虑到数字普惠金融和传统金融关系紧密，进一步分析二者是否对于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城乡融合存在非线性效应，根据式(9)

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和传统金融发展的门槛效应进行检验，运用自助法(Bootstrap)

抽样 300 次得出 F值和 P 值，检验结果如表 7所示。整体上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的单门槛效应和双门槛效应均在 5%显著

性水平上通过检验，未通过三门槛显著性检验。分维度看，三个子维度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门槛效应，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均存

在双门槛效应，二者的单门槛效应分别在 10%、1%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双门槛效应分别在 5%、10%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

且均未通过三门槛显著性检验；数字化程度的单门槛效应在 1%水平上显著，但未通过双门槛显著性检验，说明存在单门槛效应。

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在单门槛效应估计中，F 值为 42.80,P 值为 0.0633,双门槛效应估计的 F 值为 27.48,P 值为 0.0900,均在 10%

水平上显著，未通过三门槛效应显著性检验，说明传统金融发展对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具有双门槛效应。

表 7 门槛效应检验结果

门槛变量 门槛数 RSS MSE F 值 P 值 门槛值 95%置信区间

DIFI

单门槛 0.1152 0.0004 166.43** 0.0200 2.9095 [2.8752,2.9231]

双门槛 0.0825 0.0003 114.95** 0.0367 3.8161 3.8161

三门槛 0.0755 0.0003 26.77 0.6533

DIFI1

单门槛 0.1152 0.0004 166.43* 0.0533 2.8731 [2.8538,2.9006]

双门槛 0.0779 0.0003 138.59** 0.0133 3.6211 3.6211

三门槛 0.0741 0.0003 15.04 0.8067

DIFI2

单门槛 0.1152 0.0004 166.41*** 0.0000 3.0592 [3.0138,3.0914]

双门槛 0.0981 0.0003 50.38* 0.0867 4.0180 [4.0040,4.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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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槛 0.0933 0.0003 14.93 0.9067

续表 7

门槛变量 门槛数 RSS MSE F 值 P 值 门槛值 95%置信区间

DIFI3

单门槛 0.1384 0.0005 89.79*** 0.0100 4.2292 [4.2107,4.2998]

双门槛 0.1170 0.0004 53.19 0.1100

HHI

单门槛 0.1580 0.0005 42.80* 0.0633 0.9311 [0.9284,0.9350]

双门槛 0.1443 0.0005 27.48* 0.0900 0.9342 [0.9340,0.9352]

三门槛 0.1155 0.0004 6.28 0.8167

注：*、**、***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

表 8 为各门槛变量门槛效应值参数估计结果。由列(1)-(4)1 可知，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各子维度均对城乡融合发挥非

线性的正向作用，且随着各门槛变量跨越门槛值，影响更强烈。不同覆盖广度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作用不

同，但均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当覆盖广度(DIFI1)≦2.8731 时，数字普惠金融数每提升 1%,城乡融合水平提升 0.0215%,对城

乡融合的推动作用较低；当覆盖广度介于中间水平(2.8731<DIFI1≦3.6211)时，每 1%数字普惠金融的提升带来城乡融合 0.0330%

的增长；当覆盖广度达到较高水平(DIFI1>3.6211)时，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的影响作用更高，达到 0.0588%。随着使用深度

的不断加深，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推进作用不断加强，且均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当使用深度低于第一道门槛值

(DIFI2≦3.0592)时，每 1%数字普惠金融的提升带来城乡融合 0.0234%的增长，而当使用深度大于第二道门槛值(DIFI2>4.0180)

时，城乡融合提升 0.0596%。当数字化水平跨越第一道门槛时(DIFI3>4.2292),系数估计值为 0.0557,相较于前一阶段(DIFI3≦

4.2292),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推进作用显著提升。以上分析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及各子维度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门槛

效应，当各变量超越门槛值时，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推进作用进一步加强，存在“正向边际递增效应”,假设 H2 成

立。传统金融的门槛效应回归结果如列(5)所示，当传统金融发展(HHI)≦0.9311 时，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融合发展在 1%水平上

显著正相关，影响系数为 0.0356;当传统金融发展水平介于两道门槛值之间(0.9311<HHI≦0.9342)时，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

发展的推进作用增强，系数增加至 0.0540,且在 1%水平上显著；当传统金融跨越第二门槛值(HHI>0.9342)时，数字普惠金融对

城乡融合发展的推进作用仍然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但系数下降至 0.0286,由于传统金融发展指数为负向指标，数值越小，代

表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越高。以上分析说明，随着传统金融不断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推动作用呈现出先增加后

回落的“倒 U型”关系，假设 H3 成立。数字普惠金融是传统金融的有效补充，二者既互补又存在竞争，应关注传统银行机构扩

张速度和规模，将传统金融发展水平控制在效用最大化范围内，以保证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加速度促进作用的持续发挥。

表 8 门槛模型回归估计结果

门槛变量

(1) (2) (3) (4) (5)

DIFI DIFI1 DIFI2 DIFI3 HHI

DIFI

(DIFI≦2.9095)

0.0215***

(0.0030)

DIFI 0.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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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95<DIFI≦3.8161) (0.0029)

DIFI

(DIFI>3.8161)

0.0591***

(0.0034)

续表 8

门槛变量

(1) (2) (3) (4) (5)

DIFI DIFI1 DIFI2 DIFI3 HHI

DIFI

(DIFI1≦2.8731)

0.0215***

(0.0029)

DIFI

(2.8731<DIFI1≦3.6211)

0.0330***

(0.0028)

DIFI

(DIFI1>3.6211)

0.0588***

(0.0033)

DIFI

(DIFI2≦3.0592)

0.0234***

(0.0032)

DIFI

(3.0592<DIFI2≦4.0180)

0.0318***

(0.0030)

DIFI

(DIFI2>4.0180)

0.0596***

(0.0035)

DIFI

(DIFI3≦4.2292)

0.0310***

(0.0036)

DIFI

(DIFI3>4.2292)

0.0557***

(0.0042)

DIFI

(HHI≦0.9311)

0.0356***

(0.0037)

DIFI

(0.9311<HHI≦0.9342)

0.0540***

(0.0046)

DIFI

(HHI>0.9342)

0.0286***

(0.0039)

FISC
0.0211***

(0.0048)

0.0197***

(0.0047)

0.0217***

(0.0050)

0.0178***

(0.0064)

0.0342***

(0.0059)

OPEN
-0.0244

(0.0166)

-0.0264

(0.0162)

-0.0041

(0.0175)

-0.0368**

(0.0209)

-0.0332

(0.0215)

EDU -0.0442 -0.0771 -0.0265 -0.2228 -0.4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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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42) (0.1991) (0.2165) (0.2540) (0.2614)

FI
0.0035

(0.0088)

0.0024

(0.0086)

-0.0214***

(0.0088)

-0.0366***

(0.0104)

-0.0327***

(0.0106)

MOB
0.0001

(0.0002)

0.0001

(0.0002)

0.0004**

(0.0002)

0.0003

(0.0002)

0.0002

(0.0002)

Cons
0.1108***

(0.0151)

0.1028***

(0.0161)

0.0794***

(0.0175)

0.1068***

(0.2058)

0.1184***

(0.0215)

R2 0.8782 0.8840 0.8651 0.8097 0.8016

N 300 300 300 300 300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测度了 30 个省(区、市)2011—2020 年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实证得出：第一，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融合发展

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即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促进城乡融合；第二，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

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存在门槛效应，当各变量水平超越门槛值时，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的推进作用进一步

加强，其中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存在双门槛效应，数字化程度存在单门槛效应；第三，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对数字金融推进城乡

融合具有正向作用且存在门槛效应，随着传统金融不断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的推动作用呈现出先增加后回落的“倒 U

型”变化。

城乡融合发展是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选择和拓展发展空间的强大动力。综合上述研究结论，本文认为，进一步发

挥数字普惠金融缩减城乡差距、推进城乡全方位融合发展的重要作用需要政府、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协同发力，并提出如下政

策建议：首先，针对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差异化发展政策，重点加强西部地区农村数字化基础设

施建设，弥合城乡数字化基建差距；加快布局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点，进一步拓宽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加强中、西

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宣传，积极开展针对小微企业、低收入人群和农村居民的普惠金融教育，增强长尾群体对数字普惠金

融的认知；提供长尾群体生产经营所需多样化金融服务，进一步扩展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其次，财政资金投

入和固定资本投资是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农业发展的重要资金保障，对数字普惠金融推进城乡融合具有显著影响，

应提升政府对资金流动的引导和统筹能力，继续加强财政支农投入和物质资本投资向农村倾斜，建立与数字普惠金融协同引导

要素城乡合理流动配置，推进城乡融合的长效机制。第三，监管机构对数字普惠金融项目的审核和资金流向进行全过程严格把

控，不仅帮助金融机构降低信贷风险和损失，更要防止“精英俘获”和“寻租行为”,确保数字普惠金融资金实现“精准帮扶”。

最后，加强对传统银行机构扩张速度和规模管控，不一味进行扩张，使其始终保持在门槛效应最大化范围内。同时，传统金融

市场应紧跟数字化金融的发展趋势，加快数字化业务布局，拓展面向农村地区的数字金融业务，强化对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城乡

融合的正向传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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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和海南 11 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

河南、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吉林和黑龙江 8 省;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广西

和内蒙古 11 省、区,本文研究样本未包括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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